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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是《尚书》首篇，具有特别重要的文

化意义。《说文解字》曰：“典，五帝之书也，从

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在

《尚书》当中，《尧典》也是唯一一篇称之为“典”

的文献。尧舜作为中国古代圣君的典范与此篇有

关，选贤任能的禅让制也让后世津津乐道。可以

说，《尧典》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

的，它的经典价值不能低估。20 世纪以后，随着

古代社会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落，《尧典》的辉煌地

位不再。然而，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它的重大文化

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  近代以来《尧典》研究的
成就和面临的困境

作为中国早期经典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尧

典》有特殊的地位。它列为《尚书》首篇，传说

出自尧舜时代，虽非尧时所记，有后人润饰，最

晚也不过出于夏时，是“虞书”或者“夏书”。古

人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如孔颖达《尚书正义》曰：

“《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

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录，故谓之《虞书》

也。”［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古文尚书》也说：

“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

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

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2］自清代中叶以

后，开始有人对这些传统说法产生怀疑，提出新

说。如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就认为《尧典》

为孔子所作［3］。但其说证据不足，并不被认可。

真正将《尧典》拉下神坛的是顾颉刚。他在 1923

年作《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指出

《尧典》中含有后世文化因素的各种证据，包括文

辞、观念、制度、立法等各方面，从而得出结论，

认为《尧典》“为秦汉时书”。［4］顾颉刚的观点振

聋发聩，影响巨大，打破了两千年来传统的“虞夏

书”之说，解构了它作为尧舜时代的“信史”价

值，将其拉下封建经典的神坛，从此揭开了近百年

来关于《尧典》研究的新时代。

顾颉刚认为《尧典》中含有明显的后代文化思

想印记，这一看法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他在《尧

典》研究中做出的最大贡献。但是对于他的最后结

《尧典》何以为“典”

——兼论中国早期文化记忆与经典的书写

赵敏俐

内容提要 就《尧典》的文本性质而言，它不是信史，也不是神话，而是在文化记

忆基础上形成的经典。它的产生基础源自尧舜时代，是将事实的历史转化为记忆的历

史，包含着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认同和后人对尧舜时代的政治想象。它最初由夏代的史

官根据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而生成，商周时代不断有史官的润饰和文化的累积，最后定

型于孔子时代。它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记忆的书写与经典化过程。《尧典》之所以

为“典”，是因为它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大一统之下的贤人政治。尧舜从此

成为中国文化的圣人，选贤任能的禅让制也成为后世美谈。这使它不仅成为美好的文化

记忆，而且是推动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巨大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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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者们却颇有异议。因为早在《左传·文公

十八年》和《孟子·万章上》，都明确地提到《虞

书》《尧典》，并且引用了其中的原文。自孔子以

来的诸子对于尧舜的事迹也多有论述，这说明《尧

典》的产生绝不会像顾颉刚所说的那么晚。那么，

如何根据先秦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出土文献以及相

关材料，考察《尧典》产生的时代，就成为一个

见仁见智的问题，由此而产生各种说法。或认为

是“尧时史事的实录”［5］，或认为保存着早到殷之

武丁时代的史料［6］，或认为里面有殷末周初的天

文学家对于天象的认知［7］，或认为“系后世重编，

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8］，或认为出于西周中

期，或认为出于东周，或认为出于春秋，或认为出

于战国，或认为出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9］。众

说纷纭，难成定论。它让读者困惑，《尧典》到底

是一篇什么样的著作？为什么里面既包含远古时代

的神话传说、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印记，也含有春秋

战国时代的言辞话语？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尧

典》中所记载的故事，究竟可靠到多大程度？它是

尧舜时代的实录？还是后人追记的神话传说？抑或

是后人的想象和杜撰？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我

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它进行诠释？目前所流行的这种

考据方法是否有效？正因为如此，近年有人开始改

变这种从信史出发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阐释路

径。如刘宗迪就在顾颉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

演，他认为《尧典》所记述的根本就不是古史，只

是神话：“《尧典》一篇，就是按照创世神话的叙事

逻辑，将一些来自原始神话和口头传统的事件、人

物糅杂熔炼而成。但是，与那些由巫史、歌师世代

口耳相传的原始神话不同，《尧典》不是口头传统

和宗教意识的产物，而是在儒家伦理和理性主义主

导下的历史编纂的产物，因此，它在援引神话传说

材料进行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些材料原本

具有的荒怪色彩大大涤除了，由此赋予了《尧典》

一幅人间历史的文本表象。”［10］此论将《尧典》和

神话研究结合起来，显然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因为

我们的确不能排除《尧典》中包含有一定的神话因

素。但是，《尧典》在本质上不是神话，也不是出

于儒家的编纂，它里面包含着夏商周以来深厚的历

史文化内容，近百年来学者们对它的内容考证已经

证明了这一点。《尧典》里面所包含的一些思想观

念的生成，也早在儒家产生之前，绝不仅仅是儒家

伦理的产物。因此我们还不能把《尧典》简单地看

成儒家对神话的改编来研究，这与它的文献本质属

性不符。程水金则认为：“由于《尧典》不是一般

意义上以‘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

作，而是作为儒学经典文献的基本品格传之于世，

这就规定了《尧典》是‘经’不是‘史’因而‘经

史有别’的理解阐释路径。职是之故，凡是以所

谓‘征实考信’的史学方法进入本文，一开始便误

入歧途。”“这种经、史不分，真、善无别的研究方

法，用之于《尚书》尤其是《尧典》的解读，最属

无谓。于以治经，则使经义晦而不明；于以治史，

则尤其支离汗漫，劳而无功。”［11］程水金所说，无

疑也是有道理的，《尧典》中的一些内容的确并非

信史，若把它当成信史考察，自然不符合实际，也

得不出结果，同时还遮蔽了它的经学意义，这样的

研究的确是有问题的。但是，就《尧典》本身来

讲，它虽然不是信史，却是在史的基础上产生的。

史是经的基础，经是史的升华。所以，如果我们完

全忽略了它所产生的历史基础，那么，它的“经”

的意义便无从说起。因此对于《尧典》的研究，我

们还是不能脱离历史的考察。所以在我看来，当下

要摆脱《尧典》研究的困境，的确需要寻找一条经

史结合的新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理论观念与

研究方法。

二  《尧典》记事的考古学印证

刘宗迪与程水金两人对《尧典》认识的取径不

同，但是都指向了一点，即《尧典》所记载的故事

和历史是什么关系？自从顾颉刚指出它里面包含

有后代的文化印记之后，将《尧典》作为信史的传

统观点就被彻底打破了。此后的学人们虽然努力寻

找它所具有的信史特征，并根据比较可靠的资料尽

量向上推演。但是由于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成

熟的文字，也不过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所

以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有关《尧典》产生于夏

代或者更早的文字证据。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古

人的记载错误？翻看传世的先秦文献，我们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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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管子》《商君

书》《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发现都有关于尧舜的文

字，都将其视为往古的故事，而且在叙述中无不带

有崇拜的语气。显然，尧舜的故事不会是完全出

于后人的虚构，否则便无法解释上面的现象。有幸

的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虽然没有发现直接

记载与《尧典》有关的文字，但是却发现了可以与

《尧典》的记事互相印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为了便于比较，我在这里先将《尧典》的内容

略作概括和分析。《尧典》的内容大致包括两方面，

第一是制定历法，这主要完成于尧在任之时。第二

是选贤任能，这又包括两点：其一是尧选拔舜为接

班人，让他接受种种考验，然后继承大位；其二是

舜执政后任用百官，制定法律，各司其事，并对其

考绩。这两方面的内容，在相关的出土文献和早期

考古发掘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尧典》中所记载的第一内容是“观象授时”，

这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相

当的高度。近代学人对《尧典》产生时代的怀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观象授时”，认为不可能产生

在那个时代。如顾颉刚就说：“甲骨文只有‘十三

月’而无闰，闰名当始于周。”［12］支持这种说法的

尚有罗振玉、蒋善国等人［13］。但是近一个世纪以

来的科学研究却不断打破这一论断。如早在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竺可桢就发表文章，证明四仲星是殷

末周初的天文学家对于天象的认知［14］。其后，胡

厚宣将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与《尧典》中的“厥民

析”等记载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有对应关系，因

而证明《尧典》中保存着早到殷之武丁时代的史

料［15］。随着天文考古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

不断地向前推进。如武家璧认为：“今据有关文献

记载，采用地平方法复原《尧典》昏星赤经，求解

其年代距今 4200 多年，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

符合。”［16］更为引人注意的是，1975 年秋，在河

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兽面纹玉柄形饰和镶嵌

圆形铜器各一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件二里头三期出

土的文化青铜钺。据冯时考证研究：“图像中皆以

圆形为最基本的图形，象征天道，又以‘甲’字作

为历日的象征，乃是组成历月及历年的基本单位。

铜钺图像外周布列十二个甲字，象征十二月，乃天

之大数，为一岁之常；内周布列六甲，适为天地之

中数。六律六吕以成天数十二，又与外周十二甲

象征阴阳十二月相呼应。圆形铜器图像边缘一周

布列 61，以天地之中数六之，则为 366，是为一岁

之天数。双周甲字则有历月阴阳之寓，每周各布

十三甲字，象征闰年十三月，含有以闰月定四时成

岁之意。毋庸置疑，《尧典》历法体系得到了考古

学的印证，其渊源古老甚明矣。”冯时又说：“二里

头第三期文化的性质目前还存在争议，碳十四测

年数据多集中在公元前 18 至 17 世纪前后，最晚可

能到 16 世纪末，但基本上尚未进入商代的年代范

畴，因此它可能属于夏代晚期的文化。如果是这

样，那么《尧典》的历法体系则应反映了夏代历法

的某些特点。”［17］根据陶寺文化中发现的观象台遗

址，考古学家们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观测，研

究认为：“陶寺文化的历法由太阳历、太阴历（月

亮）和阴阳合历三种历法构成。”“其中 20 个节令

地平太阳历的观测、朔望月轮与阳历轮配制阴阳合

历日历……在 4000 年前的世界均处于科技领先水

平。”［18］这些天文考古学的成果说明，《尧典》中

分命羲和“观象授时”的记载，虽然带有很强的神

话因素，但是又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反映了尧舜时

代中国天文学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

《尧典》中所记载的第二件大事是选贤任能，

包括尧选拔舜为接班人，经过一系列的考验之后继

承尧位，接着由舜来选拔贤能任命为百官，制定各

种法律制度，还有政绩考核。这说明，当时已经有

了国家的雏形，有了部落首领，有了初步的国家机

构，有了相应的管理者，还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这

些虽然不能依靠在早期考古中出土发现的相关文字

来加以印证，但是，支持这一精神文明和制度文

明的物质文明，也依然可以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我

们知道，“那些鲜为人知的早期文明和国家都先于

文献的传世而出现，因而能够反映或者说明这些文

明与国家的唯一凭据是它们的物质遗留——即古代

人们的活动和环境的物质遗留物，亦即考古学术语

中所说的遗迹、遗物、遗址、遗存之类”［19］。所

以，通过考古遗迹来考察人类早期文明所达到的程

度，就成为研究上古史和史前史的主要方法之一。

《尧典》中所记载的选贤任能和相关的文明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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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其物质基础首先有赖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和阶

级的产生，有支撑这一社会制度得以产生的可以用

于公共议事的建筑、用于宗教祭祀和日常生活的各

种物品。近年来在晋西南发现的襄汾陶寺遗址规模

宏大，面积多达近 300 万平方米，有周长约 7 千米

的城墙，城墙宽度在 8 米左右。发掘了 700 多座墓

葬，出土了彩绘的龙盘、用树干做腔的鼍鼓和石磬

等礼器乐器。“从其早期即公元前 2500 年开始，这

里即以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处于

金字塔顶端的是甲种大墓的墓主人。这类大型墓使

用木棺，棺内撒朱砂。随葬品数量多而精美，可达

一二百件。其中龙盘、鼍鼓、特磬、土鼓、玉钺

等象征特权的一套重要礼器的存在，说明这类大

墓主人执掌着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职能——祭祀与征

伐。”［20］陶寺遗址的墓可以分为大墓、中型墓和小

型墓，其中中型墓又分为甲乙丙三种类型，随葬品

依次而降，这些墓主生前可能属于不同阶层的贵

族，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公职权力，不同于一般

的平民。陶寺遗址所呈现的这种等级形态和《尧

典》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是一致的。这也是考古学界

将陶寺遗址的族属推断为唐尧氏的根据所在。作为

氏族社会的特点就是公共事务的集体议政和氏族领

袖的禅让制，在陶寺文化中完全有产生的历史条

件。陶寺遗址的繁荣期在公元前 2500 年以降，其

衰落破坏则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这与古史中所

记载的尧舜时代在时间上也正好相合。另外，“据

《左传》昭公元年和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区应即

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

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

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文化系统来

看，既以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

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种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

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21］“从考古学上来讲，

现在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还是把尧都平阳定在山西陶

寺遗址，这和古代文献的记载是契合的。”［22］考古

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的确为我们研究古史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将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

与这些考古成果进行印证。如《尧典》中的“历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记载了那个时代天文观测

的实际。如“汤汤洪水方割”，反映了那个时代曾

经发生过的洪水灾害。如“咨四岳”之事，说的是

那个时代军事民主制度下的部落酋长会议。如尧舜

之间的禅让，则是那个时代存在的部族国家的权力

交接制度。如“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遍于群神”，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天地自然祖

先神灵的崇拜。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是那

个时代产生的刑罚［23］。由此可见，作为《尧典》

记事的主干，无论是观象授时的历法制定，还是部

落首领的集体议政和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宗教观念

和早期刑法的产生等，都能得到同时代历史考古学

成果的支持。

将近年来丰富的考古学成果与《尧典》相互印

证，可以看出，它们从物质遗存和经典记述这两个

不同的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

文明，二者之间有明显的互补关系。这说明，《尧

典》所记载的故事不是空穴来风，也不完全是后人

的创造，是有与之相关的通过考古而发现的物质文

明基础的。而且这个基础的产生的物质考古时代测

定，与传世文献中的尧舜时代是基本吻合的。

三  《尧典》生成的文化记忆特质

问题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直接认定

《尧典》一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尧典》里

面的确包含有夏商周三代文化印记；也无法否定其

中所包含的神话因素，因为它里面的一些细节描述

是的确具有神话色彩的。这说明，我们一方面可以

认定《尧典》所记有相关的考古学的物质发现作为

支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尧典》当作信

史来看待。这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传世文献与考古发

现之间的对应关系，改变已经凝固的思维方式，进

而重新思考《尧典》的文本性质。本文认为，根据

中华文明早期传承的实际，参照考古学成果，我们

可以将《尧典》视为源自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是

在文化记忆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化经典［24］。下面，

我们将就此展开讨论。

本文将《尧典》看作是在文化记忆基础上形成

的文化经典，这对于我们重新探讨它的生成演化过

程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尧典》的文本性质有

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它是源自尧舜时代的文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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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般的历史书写，它不

是简单的历史事实记录，也不是后人的凭空想象，

而是将事实的历史转化为回忆的历史，由历史真实

转化为文化真实。具体而言，如考古中发现的以陶

寺遗址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其天文历法的水平，虽

然已经达到了将一年的准确时间确定为 366 天，可

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节气的时间

点，并且发明了以闰月的方式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

月之间的矛盾。但是，当时的天象观测方法、具体

的操作方式，一定还比较原始。所以，我们虽然不

能将《尧典》视为与后世史书一样的历史记实，但

是它的确有坚实的历史依托。换言之，其原型来自

于尧舜时代，又经过了后人的想象与加工，掺入了

后人的文化理解和文明累积，它所反映的是在尧舜

时代历史真实基础上的文化真实。

因为《尧典》是源自于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

我们也不能把《尧典》看成是先民们创造的神话。

它表面看起来有些荒诞，如尧命羲仲、羲叔、和

仲、和叔分掌四时，让他们分住在东西南北的四

极，每日恭敬地迎接日出送别日落。但是这并不等

于“创世纪神话”。按照刘宗迪的说法，“由于世界

万物的来历远非人类有限的智慧所能及，由于漫长

的史前岁月早已湮灭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渺茫难知，

因此，此种追本溯源的话头往往充满了大胆的揣测

和狂放的想象，荒诞恢诡，虚妄不实，因而才成其

为‘神话’”。而《尧典》首先是基于历史的事实，

通过回忆和书写才成为具有神话色彩的东西。具体

来说，刘宗迪认为是神话在前，《尧典》的出现是

在儒家将其改造之后。而我们则认为，尧舜时代的

历史在前，然后才由此而产生观象授时神话。所

以，刘宗迪所关注的是《尧典》中不符合历史事实

的荒诞性和故事性；而本文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出发

所关注的，恰恰是在这种看似荒诞叙述的背后，曾

经发生过的历史和先民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同

样，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尧典》中会包含有那么多后世的文化因素，因为

作为文化记忆的经典，《尧典》本身就不是一次完

成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扩充的结果。

《尧典》并非经过一次性的书写所完成，当代

学者们通过不同角度的考证，已经非常明确地证明

了这一点。因为它里面不仅记载了尧舜时代的故

事，也包含了从夏商周到春秋时代的不同文化因

素。那么，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难

道它仅仅是出于后人的改编？或者是在文本传承的

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增脱或讹变吗？显然不是，最根

本的原因，是在它的传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后人

对它不断更新的文化理解。

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总

是被不断记忆，同时也总是被不断遗忘的。只有那

些最能代表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记忆”，才会保

存下来。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连同他们的理解凝

聚为文化的历史，并且最终成为“经典”。这也是

《尧典》在文化传承中不断加入后世文化因素的内

在动力。从夏商周到春秋，尧舜的故事不断地被改

写和充实，后人不断地依靠它来进行政治想象，融

入了后人的理想和文化累积，赋予它们以丰满的血

肉，用以回顾过去、指导未来。这一点，在观象授

时的记载中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它源自尧舜时代

的天象观测，但是也融入了夏商时代天文学观测的

新成果。最典型的是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在《尧

典》中的表现。

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今人多认为产生于周

代社会，或者认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有，由

此将其视为《尧典》晚出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实这

是对中国文化的浅层理解。据当代的考古学研究可

知，中国早在距今 8000 到 10000 年前，就已经有

了农耕聚落，到公元前 3500 —前 3000 年间的仰韶

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屈家

岭文化前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都有了明

显的中心聚落，有了可能用于公共活动的类似于后

世大庙大室或者明堂大室的建筑，有了阶层的分

化，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这说明，自新石器时代以

来，中华文明早就散布于中华大地，苏秉琦将这种

现象概括为“满天星斗”［25］。这些文明既互相撞

击，又互相融合。当代考古学证明，中华文明的早

期交流，可能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频繁和活跃。

张光直就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文化的“相互作用”。

他说，早在公元前 4000 年，“这些地域文化已开始

扩张并相互作用到了足以使我们能够在延续发展的

地域文化之上识别出一个大的相互作用范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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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已经相互接触，相似的物质文化开始跨地

域出现，仿佛它们已通过相连接的血管，流入了彼

此的体内并相互融合”［26］。所以，在以中原文化

为核心的文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天下一家”的

观念可能很早就已经存在。苏秉琦认为：“从中原

区系的酉瓶和河曲地区的三袋足斝的又一次南北不

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所留下的中国文字初创时

期的物证，到陶寺遗址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

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性体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

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

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27］据许宏介绍，

在陶寺中出土的日用陶器，“传承自当地黄土高原

的土著文化，同时还受到北方地区的若干影响。但

陶寺的礼器群或说高层次遗存，特别是彩绘陶器、

漆器和上面的花纹，以及大部分玉石礼器，并不是

仰韶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固有传统，却能在中原的

东方、东南方、东北方、西方和南方找到源头”。

如“陶寺墓葬中出土的尖首玉圭，很可能是受到了

中原以西的影响”，“陶寺出土的陶器，能在大汶口

文化中找到相似器形的在十种以上。有的器型则见

于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

河沿文化，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陶寺大墓中

与木俎配套使用的 V 字形石厨刀，与良渚文化的

同类器也十分相似，应同出一源”，“陶寺玉钺与海

岱地区同类器的形制更为接近。璧、环类玉器中还

含有红山文化的因素。”［28］如此众多的器物品类和

形态来源，说明陶寺部族与当时的四方部族有比

较频繁的物质交换和文化来往。又据孙庆伟研究：

“‘赐姓’和‘命氏’相结合是夏代社会的一个显著

特征，‘姓是血缘关系，氏是地缘关系’，夏王朝正

处于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通过

‘命氏’方式建立的氏族国家是夏王朝最主要的政

治单元，这些氏族国家的首领在血缘上又分属为若

干大的部族集团，并通过‘赐姓’的方式确立部族

首领；部族联盟是夏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夷夏联

盟则是其政治基础。”［29］夷夏之所以联盟，自然主

要是政治考量，但是在它的背后，应该有血缘亲情

的文化观念支持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见，《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不

完全是出于后人的想象。这说明“天下一家”的观

念在尧舜时代已经萌发，在夏代已经非常明确，而

绝不会迟到商周以后才有，《尧典》反映了这一基

本的历史事实。而今人之所以误认为所谓“协和万

邦”为周初的通行语，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更是要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30］，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观念

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天下”

这一观念，是随着中华民族交融而不断扩大的。它

既是地域的不断扩大，也是民族的不断扩大。这

在《尧典》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如舜命百官，伯禹

作司空，弃作农官，契作司徒，皋陶典狱，垂管百

工，益管山林，伯夷作秩宗，夔管音乐，龙作纳

言，这些见于古史或神话传说中的各部族人物，无

论如何也不可能齐集在舜的属下，而只能是随着华

夏民族的不断融合和扩大而逐渐纳入其中的，里

面包含了后世的文化累积。如鲧和禹是夏族的祖

先，他们融入尧舜时代的天下一家自然最早，应该

是《尧典》在夏代形成时就已经融入；契是商族的

始祖，他被融入尧舜时代的天下一家，作为主管民

政的“司徒”，自然应该是在商代［31］；弃是周族

的始祖，他被融入尧舜时代的天下一家，在舜的时

代主管农业，“播时百谷”，毫无疑问是在周代。此

外，如伯益、皋陶、夔、龙等三代以来各部族的首

领，自然也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入其中的。

这也是中国古代津津乐道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乐

国，它寄托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情怀，具有强

大的民族向心力量，所以在《尧典》中不断得到强

化。当然它也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尧典》如何在

文化记忆的基础上，经过文化的累积，一步步完成

了它的经典建构过程。

四  文化记忆与《尧典》的书写传承

文化记忆的目的是民族的凝聚，在回顾过去的

同时指导着未来。文化记忆有一定的传承者和特

殊的载体，那就是由早期的知识阶层和统治精英

将文化记忆经典化。《尧典》无疑就是这样的“经

典”。它最初应该由夏代的史官依据文化记忆而传

承下来，并且在商周以来的史官那里不断地传承。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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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

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

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国语·周语下》曰：“若启先王之遗训，

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国

语·楚语下》也说：“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

王之业。”这些记载说明，像《尧典》这样的先朝

文献，主要目的是用来作为当世君王治国的参考，

是由史官来对它进行传授和解说的。有意思的是，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录了鲁文公与太史克的一

段长篇对话，在这篇对话中，太史克主要引据历史

故事来说理，并且引用了《尧典》的话：“故《虞

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

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

‘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这一记载，

与上面的数段话互相印证，可以说明历代史官在

《尧典》的传承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将前代原典加

以润饰，一是为了便于传诵，二是为了便于训诫。

所以，这既是一个经典不断重复改写传承的过程，

也是一个接续不断的文化建构过程。

从文本书写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对它的这

一不断变异的传承过程做一梳理。《尧典》所讲述

的是尧舜时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时靠什么方式

记述？是口头传诵还是文字传承？由于现在的考

古发掘还没有发现像殷商甲骨文或铜器铭文那样

的夏代文献，尧舜的故事在夏代也许主要靠口头

传诵，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当时会有文字记载的

可能。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左史倚

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

国《尚书·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

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

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周礼·春官

宗伯》：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

王所谓《三坟》《五典》”。贾公彦疏：“《三坟》，三

皇时书。《五典》，五帝之常典。”按这种说法，中

国早在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就有了文字的书写。这种

说法虽有待证实，但是，近年来先后在河南舞阳贾

湖遗址、仰韶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青海柳

湾遗址、大溪文化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大汶

口遗址、良渚遗址、山东邹平丁公山遗址以及陶

寺遗址的器物中都发现了刻划符号，有的已经具

有了文字的基本性质，属于早期的文字［32］。特别

重要的是，1984 年在陶寺遗址居民区的一个灰坑

（编号 H3403）里，出土了一件陶扁壶，上面刻有

文字。冯时将其释为“文邑”，并根据甲骨文、金

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

应为夏邑［33］。何驽则将其释为“文尧”，认为是

“陶寺文化早期的‘尧’之后人追忆先祖的‘说唱

脚本’”［34］。《左传》《国语》《墨子》等书中多次

提到《夏书》，可见在夏代已经有了文字书写［35］。

根据后世不同时代文字书写的情况，如我们现在所

见到的商代主要文字为甲骨文，西周通用的文字是

篆文，到汉代则出现了隶书。可以推想，即便夏代

已经有了可以记事的文字，这些文字也与后世的文

字有很大的不同［36］。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这一记载，反过来证明到

了春秋时代，能够读懂前代古书的人已经很少，后

世的经典传承需要用当时的文字进行重写。因此，

即便是仅仅从物质和技术的层面考虑，经典也是在

历代不断书写的过程中得以传承的，由此而留下后

世的文字痕迹，融入后代的内容和文化观念，体

现了文化的累积，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近年

来学者们的研究也逐渐证明了这一点。如据李学

勤考察，“‘俞’作为叹词，仅见于《虞夏书》（《尧

典》和《皋陶谟》两篇），其他先秦文献都是没有

的。”“然而在甲骨文中，却有叹词‘俞’出现，其

实例见于《甲骨文合集》10405。”因此他认为“由

此可证《尚书》之《尧典》来源很古”［37］。按此，

我们可知《尧典》中含有商代史官留下的文化印

记。而李山为了考证《尧典》写制的年代，采用了

三种方法：“其一，将《尧典》与可信为西周中期

的文献《尚书·吕刑》对读；其二，与可确知为西

周中期的一些金文篇章如《史墙盘》等进行对读；

其三，与可信为西周时期的《诗经》篇章对读。三

方面对读的结果，无一不显示今传《尚书·尧典》

为西周中期文献。”［38］两家的说法虽有不同，却告

诉我们一个事实：《尧典》的传承过程，既是一个

文化记忆的过程，也是知识累积的过程。因为文化

记忆，它保留了尧舜时代的底色；因为知识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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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它留下了商周时代的文化痕迹。

中国早期经典的传承书写过程，也许比我们想

象的还要复杂，不一定是简单的单线传承，近年来

出土的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尚书》和《逸周

书》等传世文献的复杂关系可以为证，对此，学者

已有比较充分的讨论［39］。那么，这个在夏商周三

代不断修改增饰的《尧典》，到什么时候才基本定

型了呢？我认为应该在孔子之前。理由是，从文化

记忆的一般规律来讲，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意义的早

期书写，有一个被反复修改和不断使用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有些文本被荒废了，取而代之的是

新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不断地被扩充、删减、改

编，并且被编入不同的文献集之中。这些文献逐渐

分为主要和次要两个类型。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

本被视为核心文献，经常被抄写和背诵，最后成为

经典之作，拥有了规范和定型的价值。”［40］像《尧

典》这样的文献生成，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过程。它

的规范和定型，和它在中国文化中由早期的“书”

到被称之为“经”的过程是一致的。早在孔子之

前，《尧典》的文本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不断充实改

编，到春秋时代应该基本成型，地位已经很高。上

引《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记太史克引用《尧典》

的记载可证。

在此，需要讨论一下孔子在《尧典》经典化过

程中的作用。按传统的说法，传世的《尚书》是由

孔子编成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

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

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

事。”刘知己《史通》：“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

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

百篇。”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早在孔子之前，虽然

传世的书类文献已经不少，但是传世的《尚书》却

是由孔子编辑而成的。有人曾对这种说法提出怀

疑，认为这些书本来由史官掌握，孔子没有那样的

条件［41］。但是《论语》中记载孔子两次引用《书》

中文字。《论语·述而》又说：“子所雅言，《诗》、

《 书 》、 执 礼， 皆 雅 言 也。” 可 见 孔 子 不 仅 熟 悉

《书》，而且把它当作文化学习的重要文献。因此，

《尚书》最后由孔子编辑的记载不能轻易否定。但

是，即便如此，孔子也只是《尚书》的编者，并非

《尧典》的编者，二者不能混淆［42］。不过，孔子

虽然不是《尧典》的编者，可是，他将《尧典》编

入《尚书》且将其列为首篇，却对《尧典》的经典

化起了重大作用。《尚书大传》记孔子曰：“丘常悉

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谿。填填正

立而已。‘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

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

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43］

这说明孔子对《尚书》价值的高度认可。是他在此

前众多的书类文献中选择其优秀者编为一书，从此

使之成为儒家经典，这对《尧典》文本的定型和地

位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自此以后，《尧典》的文

本也不会再有大的改变。西方把这种不可改变的经

典称之为“卡农”（Kanon），“被奉为卡农的文本不

能被补写和改写，这是它与传统流之间最具决定性

意义的差别。卡农具有神圣性，它不容亵渎，相关

人有义务一字不差地传承它，其中的一丝一毫都不

容许篡改”［44］。在西方，《圣经》就是典型的“卡

农”。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如基督教和佛教那样的宗

教，《尚书》也没有《圣经》在西方的地位那么高，

但是自孔子将其编写完成之后，它的地位已经与

“卡农”接近，成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刘勰语）的“经”。所以我认为孔子在《尧典》

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孔

子将《尧典》编入《尚书》，并不意味着此后就不

会有传承的讹误和文字的差异。因为我们现在所看

到的《尚书》本子是汉人传下来的，这里面可能也

会有汉人在传承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但是这已经属

于《尧典》经典化之后的文本变异，这与孔子将其

经典化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五  如何认识《尧典》的文化价值

《尧典》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正典而逐步定型的，

这是它之所以能列入《尚书》首篇的资本。问题

是，按先秦时代的传说，早在尧舜之前还有炎帝和

黄帝，甚至还有“三皇”的存在，可是，为什么

《尚书》的首篇是《尧典》？为什么所谓的《三坟》

《五典》只有《尧典》存在？这关系到我们如何认

识传世文献与历史考古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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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文献价值。

中国的古史从何时开始写起？是否可以追溯到

遥远的“三皇五帝”时代？这是早在先秦时期人

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的问题。《史记·五帝本纪》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

见，在司马迁之前，有关尧舜之前的文化记忆一直

就有一些残存。但是那些记忆实在太久远了，早已

模糊不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参考了《五帝

德》《帝系姓》《世本》《左传》《国语》等先秦著

作，他尽量选择其中的“雅驯”之文，采纳《大戴

礼记·五帝德》的说法，试图将黄帝作为中国古史

的开始，并且简略勾勒了一个“黄帝、颛顼、帝

喾、尧、舜”这样一个“五帝”的谱系。在今天看

来，这个记载显然有着更多的春秋战国以来人的政

治想象成分。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依托，所以有关

黄帝时代的文化记忆，也只能集中在与炎帝和蚩尤

的两次战争之上，所谓黄帝与颛顼、帝喾、尧、舜

之间的血缘谱系，也是后世不断补充建构的结果。

在黄帝时代更不可能产生像《尧典》里所记述的那

么复杂的政治制度。这说明，在黄帝时代，中华文

化的确还处于史前蒙昧阶段，客观上并没有给后人

留下多少政治想象的空间。只有到尧舜时代，中华

文化才真正开启了文明社会的前奏。从尧舜禹的禅

让到夏禹的传子，中华民族终于走进了文明社会。

张光直认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要素，

“是在漫长的发展序列（不管是在每一具体区域内，

还是在相互作用范围的总体上）之中，政治领域是

文化的突出方面，以文明的出现而达到顶峰的阶

级分化，最初可能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的”［45］。

按我们前面所引，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陶寺遗址为尧

都遗存，何驽就陶寺文化所反映的宇宙观念、文德

统治观念、“地中”观念、官僚委任凭信观念、等

级观念、宗教信仰观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讨

论［46］。应该说，陶寺文化代表了中华文明早期国

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而陶寺文化的这些特点，尤

其是在政治文化上的特点，与《尧典》的文化记忆

若合符契。这说明，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华政治

文明的形成，正是从尧舜时代才开始的。所以，黄

帝虽然可以被后世追忆为中华民族的血缘始祖，但

是只有尧舜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具有政治

意义的“圣君”。

至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尚书》的记

事要从《尧典》开始，因为尧舜时代是中华民族文

明国家产生的前奏，由此也融入了中华民族对远

古历史的“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既作为后世对

它的“甜蜜”回忆，也寄托了对未来的向往。《论

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孔子对尧

的赞美。《孟子》盛称尧舜，这为大家所熟知。于

是有人误解有关尧舜的故事为儒家所编造。其实先

秦诸子中关于尧的论述特别多，而且多是赞美之

词。《管子·形势解》：“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

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

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

不忘焉，可以来矣’。”《商君书·修权》：“不以法

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

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墨

子·天志上》：“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

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

文、武者是也。”《庄子·盗跖》：“尧、舜作，立群

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吕氏春

秋·去私》：“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

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以上记载说

明，诸子百家皆从自己的文化理想角度来评论尧、

赞美尧。可见尧舜在先秦时代文化记忆中的印象有

多么深刻，这绝非儒家所能创造［47］。它说明，尧

舜的故事有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因为它是源自于

中华民族走向文明时代前奏的文化记忆。

关于《尧典》的价值，古今学者多有讨论。

《尚书大传》引孔子说：“《尧典》可以观美。”《孔

丛子·论书》也引孔子说：“帝典可以观美。”［48］

何谓观美？孔子在这里所说显然不是指这篇文章的

文采，而是指它所描绘出来的贤人政治图景。这也

代表了古人对它的基本认识。孔颖达《尚书正义》：

“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备，

因机成务，交代揖让，以垂无为，故为第一也。”

今人金景芳、吕绍纲也说：“孔子论次《尚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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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尧典》起始，原因有二。一是《尧典》的

材料确凿，二是尧这个人物和他的事迹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49］这里所说的“确凿”，指相对于黄帝

时代而言。这些说法从时间的节点上强调了尧舜在

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其前提却是把《尧典》作为信史来看待的，所

以，当现代学者将其作为“信史”的性质一点点剥

离之后，这些说法便缺少了坚实的立论根基。有缘

于此，张碧波曾独辟蹊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

它的价值进行阐释，他认为：“《尚书·尧典》所反

映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产生的时代，处于中

华文明史的开端阶段。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这

一时期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典型

的东方特点。”这一特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是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其次是‘王者、智

者、巫者’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再次是禅让

制。”“与古希腊智者学派所揭示的西方古代文明相

比较，《尚书·尧典》所揭示的中国早期文明内涵

更具东方特点。”［50］这无疑是对《尧典》进行阐释

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所说三点也甚有见地。但是这

一解释回避了有关《尧典》的历史讨论，也不能很

好地说明它在中华文化中的经典地位。而这些，只

有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才能做出更好的解释。

作为产生于文化记忆的经典，《尧典》价值，

在于它把“基于事实的历史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

从而使它具有文明的奠基意义，“拥有了可持续的

规范性和定型性的力量”［51］。这主要体现为以下

两点：第一是以观象授时为基础的科技文明，第二

是以禅让制为基础的贤人政治。历法的制定，无疑

是尧舜时代的大事，也是中华文明史上值得大书特

书的大事。天文观测究竟由何时而起，今天已经很

难说清。住在北半球的中华先民，从自然感知天气

的冷暖、日照的长短、月亮的圆缺，到逐渐发现其

中所存在的周期性规律，应该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认识到其中的规律并且主动进行把握，进而通过

天象的观测来制定比较完善的历法，也会有一个比

较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会在尧的时代开始。因

为据《尧典》所记，此时对于历法的观测的基本方

法，是每天记录太阳运行到天空中某个星宿的位

置。所以，它的前提就是在此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

的观测经验，已经有了二十八宿的划分。据冯时

《天文考古学》介绍，二十八宿建立的时间应在公

元前 3500 —前 3000 年左右［52］。这个年代，距考

古学上的陶寺遗址、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代相隔约

1000 年。由此可知，中国的历法制定，到尧舜的

时代应该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即基本上确定了一年

的时代为 366 天，确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这四个节气，并且发明了以闰月的方式来调整回归

年与朔望月之间的矛盾，亦即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

色的阴阳合历。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讲，这

是了不起的大事。因为有了相对准确的历法，对于

指导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对于指导以自然季节为依

赖的农业生产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此即“历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意义所在。《尧典》将制历

作为尧的第一功业郑重地记录下来，这正是一种文

化记忆。它抽掉了现实中制历的细节，突出了这一

事件的神圣性，将具体的天象观察变成一种神圣的

仪式，并且赋予其神话色彩。春分、夏至、秋分、

冬至这四个节气，分别由羲仲、羲叔、和仲、和叔

四人掌管，并将他们分遣到东南西北日出日落的四

个方位，恭敬地引导日出，送别日落。“观象”的

目的是“授时”，告诉人们这几个节气的物候，指

导人们的生活起居和农业劳作，最终达到“允厘百

工、庶绩咸熙”的境界，亦即人尽其责，百业兴旺

的太平盛世。观象授时的记载说明了中华民族走向

文明之初的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当时中

国人已经形成的宇宙观与天人观，它的意义是重

大的。

但更为重要的是以禅让制为基础的贤人政治模

式的确立。一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

一是国家的建立。国家的起源有多种理论，无论是

神权论、契约论还是暴力论，总之国家的产生就意

味着出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意味着社会上会

有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通过国家解决。所以，

由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由谁来管理人民，如何避免

斗争，并且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幸福，就成为古今不

断探讨的问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里，伴随着

国家的产生，也一直是不断地斗争。从传说中的炎

黄大战、黄帝战蚩尤，到后世的汤武革命，政权的

交替一直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进行的。其实就在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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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也发现在中期和晚期之

间有“暴力革命”的血腥遗留［53］，因此有人认为

所谓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54］。在中国古代

历史中，也一直有着与之相关的记载。如《古本竹

书纪年》中就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

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的记载［55］。《韩非子·说

疑》里对尧舜禅让的故事也有质疑：“舜偪尧，禹

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

者也，而天下誉之。”由此而言，用暴力革命的观

点来看尧舜之间的权力更替，也许更符合中国古代

社会权力变更的通例，也有考古学上的支持。但

是，陶寺遗址的存在时间长达 500 年左右，它的繁

荣发展说明，在长时间之内其权力的交替还应该以

和平为主，作为陶寺遗址中所发现的大墓，从墓葬

的规模之大和随葬品的丰富奢华，说明墓主应该是

寿终正寝而且在生前曾享有崇高的尊荣。由此而

言，中晚期的暴力交替也并不能否定在此前可能存

在的和平禅让制度，这是保证其社会繁荣发展的重

要基础。很可能陶寺遗址在 500 年的发展过程中，

曾是以禅让制为主的政治统治形式，但是到陶寺社

会晚期，禅让制遭到了破坏，并由此而过渡到从禹

到启的家天下社会［56］。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产生

于部族社会中的禅让制就成为后世人心目中的理

想，并将它归之于尧舜。“中国文明肇始，政治文

化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角。”“古代哲学家们以此作为

行为的典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道德权威赋予了统

治者。”［57］《尧典》的最重要价值，就是把中华民

族这种对于贤人政治的理想通过文化记忆的方式记

载下来，将尧舜塑造成才德兼备的圣人，并且将中

华大地的各部族首领纳于其中，组成一个天下一家

的和谐大家庭，用以指导和规范现实的社会秩序，

它的意义实在太重大了。孔孟盛称尧舜，儒家的治

世理想与《尧典》有关，在把尧舜圣人化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尧舜作为中国古代的圣君

理想又超越在儒家之上，具有更为普遍的民族文

化意义。《墨子·天志中》：“尧、舜、禹、汤、文、

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

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

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

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

可见墨家的社会理想也与此有关。《庄子·天地》：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

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

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

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

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

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顾。”可见道家的社会

理想也与此有关。《商君书·徕民》：“古有尧、舜，

当时而见称。中世有汤、武，在位而民服。此三

王者，万世之所称也，以为圣王也。”可见法家的

社会理想也与此有关。《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

“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

犹若立官必使之方。”可见杂家的社会理想也与此

有关。对此，当代学者的论述中也有相近的认识，

如杨希枚将尧舜禅让称之为“传说”，这与我们所

说的文化记忆虽然不同，但是他通过对战国诸子系

统的比较考察之后指出：“禅让传说是战国诸子学

派共同援引以论证先朝治道的题材之一；由于基本

思想的不同，各学派对于禅让传说虽有深信而推崇

之或怀疑而贬抑之之分，但其认为尧、舜系古代贤

君，则殆无二致。”［58］总而言之，不独儒家推崇尧

舜，墨、道、法、杂诸子也同样推崇。诸子之所以

将贤人政治的社会理想均归之为尧舜时代，显然说

明他们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即源自于尧舜时代的文

化记忆。这说明到了战国时代，有关尧舜的文化记

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并将其变成了政

治理想。在现实层面，它具有行政法典的意义，它

所确立的观象授时制度、设官分职制度、巡守朝聘

制度、赏善惩恶的奖罚制度，无不成为后世帝王治

国的纲领。在理想层面，它所描述的敬天顺时、举

贤任能、和平禅让、协和万邦、庶绩咸熙的政治模

式，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没有发生变化，代表

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心理渴望。

要而言之，《尚书》之所以从《尧典》开始，因

为它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前奏所产生的文化记忆，是

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时代才基本建构完美的

一个文化理想。围绕尧舜而产生的系统故事，是

对中华文明初始的“甜蜜回忆”，也是对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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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展望”，它是用回溯过去的方式在指导着

未来，这就是《尧典》之所以为“典”的永恒价值

所在。

［本文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专项委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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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按：今文《尚书》有《尧典》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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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第 2 页，第 47 页，第 127 — 184 页，云南人民出版

社 1997 年版。

［21］高炜：《陶寺，一个永远的话题》，《襄汾陶寺遗址研

究》，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2］［29］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第589页，第4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17

《尧典》何以为“典”

［24］［40］［44］［51］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

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

第 35 页、第 46 页，第 35 页，第 90 —91 页，第 47 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25］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26］［45］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第 485

页，第 486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2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 127 页。

［28］［53］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

景》，第 16 — 18 页，第 3 — 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16 年版。

［31］据美国学者艾兰分析，尧让位于舜的故事里，也包含

着殷商人宇宙起源神话的原始印记。参见艾兰《早期中国

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第 39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33］［56］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 年第 3 期。

［34］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三代考

古》（一），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又见何驽《怎探古人

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第 336 页、第

403 — 404 页，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葛英会《破译帝尧

名号，推进文明探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 32 期

2007 年。而王晖则释作“昜文”，即“唐文”，“唐”是尧

的国号。参见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第 108

页，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5］据本人统计，《左传》中明确提到《夏书》《夏训》并

引用其文就有 15 次，《国语》引用 3 次，《墨子》引用 2 次。

参见赵敏俐《关于中国早期典册类文献产生时间的推测》，

《中国古典学》第一卷，第 219 — 233 页，中华书局 2020

年版。

［36］此时的文字书写具体情况到底如何，还缺少考古发现

的证据，但是已经有学者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参见王晖：

《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7］李学勤：《〈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湖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

［38］李山：《〈尧典〉的写制年代》，《文学遗产》2014 年第

4 期。

［39］参见谢维扬《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

的品质》，《学术研究》2014 年第 9 期。程浩《古书成书研

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

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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